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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转型中个人收入影响因素的城乡差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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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数据，探讨了市场转型中个人收入的影响因素及其城乡差异。
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回报率远高于父辈因素。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和父辈因素对个体收入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城乡
差异:人力资本对城乡居民的收入均有显著影响;政治资本对城市居民有一定影响，而对农村居民则没有影响;父
辈因素对城乡居民影响均较小，且其对农村居民的影响大于对城市居民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目前个体社
会经济地位的获得和社会流动的实现更多的是基于自致性的后天努力，而非先赋性的父辈庇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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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based on the CGSS2008 data，investigated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individual income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the market transi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human capital is of greater importance than fa-
thers’influence． 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situation in the effects of human capital，political
capital and fathers’factors on individual income． Specially，human capital has obvious influences on the income of both ur-
ban and rural residents，while political capital only has certain effects on urban people but none for the rural． For fathers’
factors，its influences o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are both little，and the effect on rural residents is more obvious． The re-
sults show that the occupation of socioeconomic position and realization of social mobility is greatly based on individual ef-
forts rather than fathers’influ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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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e
曾经一度盛行的“读书无用论”、“寒门焉能出贵子”等论调，似乎折射出一个与现代性背道而
驰的沉重的“社会事实”:中国当前正处在一个社会分层固化、社会流动无法顺利进行的阶段。此
种未经检验而被放大的“社会事实”一旦被广大民众(尤其是青年)所认可，很可能将严重影响其价
值观，使其减少或丧失奋斗的动力。到底现实情况如何，我们不能仅凭借个案得出结论，我们需要
的是基于大数据的分析。个人收入是社会分层的一个核心指标，本文将根据一项全国性的调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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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探讨影响个人收入的因素，从而试图回答目前的热门话题———“是否阶层真的固化?”
中国从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开始进行了一系列市场化改革，引发了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层的巨
大变化。在体制转变过程当中，哪些因素影响着个体的社会流动和分层?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是
否随之发生变化?哪些群体将受益，而哪些群体的优势将被削弱?这些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
广泛关注，并对此展开了很多意义重大的研究。然而，在区域差别研究领域，城市和农村差异对比
的研究依然非常少见。因此，本文也将以此为切入点，探讨市场转型中个人收入影响因素的城乡
差异。
一、市场转型理论及现实研究
最早对中国市场体制变化进行论述的是倪志伟于 1989 年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发表的《市
场转型理论———国家社会主义从再分配向市场转变》。随后，他又发表了多篇文章继续阐述“市场
转型理论”。倪志伟的观点引发了国内外众多社会学家激烈的争论，“争论主要集中于后社会主义
时代再分配权力的重要性是否下降了”［1］。一些学者提出了反对的意见，例如，认为党的领导和单
位制度依然保持而使得政治资本回报也依然保持的“权力维持论”［2］;强调权力向经济转化的“权
力转化论”［3 － 4］和“基层政府权力扩大论”［5］。
市场转型理论的争论焦点是“资源配置”的结果。在实际操作中，一般是以个体的收入作为重
要指标。倪志伟研究测量了市场转型将导致社会群体之间出现收入不平等，并发生根本的变
化［6］。后来的学者都沿用了这一指标，以个体的收入作为研究的起点［1，7 － 9］，探讨各种不同因素，
例如政治资本或文化资本对个体收入的影响，从而揭示影响收入不平等的因素。
倪志伟市场转型理论的核心内容为:“随着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变迁，市场的增长和私有产权
的扩展，将出现多种来源的权力和特权。这将减少政治精英对权力和特权的控制，代之以市场为基
础的权力竞争。该理论认为，市场转型将促进人力资本的回报增长，而政治精英的利益将会有所下
降”［10 － 12］。在倪看来，市场分配和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资源分配逻辑。在
再分配体制下，劳动力和其他经济资源是靠行政命令协调的:通过中央计划和等级组织体系，经济
剩余被集中到国家，然后按照国家的目标进行再分配。在这一体制下，再分配者倾向于满足自己，
所以收益最大的是等级体系中拥有行政权力的各级官员。而市场经济则恰恰相反:在那里“直接
生产者占有大部分剩余”。市场经济的崛起触发了新的资源分配机制，进而挑战并削弱了国家社
会主义的再分配制度［7 － 8，12］。所以市场转型理论有两个基本预言:一、人力资本升值假设，即在市
场化进程中人力资本的经济回报呈上升趋势;二、政治资本贬值假设，即相对于人力资本回报，党政
官员的经济回报呈下降趋势［8］。倪志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两个基本假设引导着后来
学者在东欧和中国的大量实证研究。
例如，周雪光以中国 20 个城市 5000 个居民样本的生活资料史为基础，提出了政治和市场之间
共同演化的模型。他的研究发现私营和混合企业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显著增强，这一现象打破了
原来传统的再分配制度的格局。这一发现肯定了市场转型理论的部分假设，然而数据仍表明再分
配制度有着强大的持续性，也就是政治资本的回报率并没有下降［7］。魏昂德认为，当市场改革导
致农村变化发生的时候，改变或许是源于经济发展与结构变化，而非市场本身的内在因素。他用
1996 年收集的数据，发现与私营企业的作用相比，政治地位对家庭收入仍有着巨大的影响。干部
家庭的优势相当稳定，并且预测政治位置的相对回报在未来不大可能下降［9］。较为典型的反对意
见的研究还包括了“权力转化论”———在私有化的过程中，干部将再分配权力转变成为社会网络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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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并最终转变成为私有财产［3］，这样就可以使得政治资本直接转化为社会资本，从而维持政治资
本的回报。
有些学者开始尝试着引入具体的制度，从具体的制度、背景出发对“市场转型”进行研究。例
如，吴晓刚研究了中国城市中的单位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13］，一些学者对产权制度展开了深入辨
析和探讨［14］。对于这些研究，陈那波总结为新制度主义分析，强调社会分层机制的差异是由于其
背后的制度框架的变化，这种制度框架的变化形成了多样的利益和机遇结构，从而影响了这些结构
中的人努力实现权力和资源最大化的选择［15］。目前，大部分学者都认同市场转型是一个多层次的
复杂过程，所以需要在具体的制度中进行考虑。
在中国，市场改革之后所表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区域之间的巨大差异，而这些区域差异
体现在经济发展程度、制度变迁程度、经济增长模式等各个方面。因此，某一特定的区域往往被视
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典型案例来加以比较研究。例如，倪志伟对比了四种类型区域，发现市场转型理
论只有在沿海自由放任经济地区才部分地成立，而在其他地区，干部的优势仍然很明显［6］。怀廷
的研究则集中在长江三角洲一带，包括上海的松江、江苏的无锡和浙江的温州［16］。她的研究反映
了经济以集体企业为主的地区和以私营小商品和手工制品经济为主的地区，政府行为，尤其是对企
业的剩余索取方式上的不同［15］。
关于区域区别的研究，有一个领域一直被忽视。在文献检索中，我们发现关于城市和农村差异
对比的研究非常少，即，对比中国城市和农村之间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也就是在市场转型过程中，
哪些人能更容易获得利益和更高的收入?政治资本的回报消失了吗?人力资本的回报又是如何的
呢?此类问题尚未得到应有的关注。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为了大力推进工业化进程，对城市和农村实施了不同的发展策略，使得城
市和农村原有的差异被继续扩大。由于户籍制度和与户籍制度相关的其他一些制度，导致了中国
城乡之间在现实经济发展状况、私营企业发展水平、居民的受教育水平、政治资本等方面都出现了
重大的差别。这些差别正是市场转型理论中，影响个体收入水平的重要因素，所以，如果始终把城
市和农村当成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是不太妥当的。
基于市场转型理论，本文将重点探讨以下两个问题。问题 1:处于高速市场化转型中的中国，
个人的人力资本和父辈因素哪个对收入的影响更大?即个人是否可以凭借自身的努力而实现社会
阶层的向上流动?问题 2:在中国城市和农村，由于市场转型的不同制度和背景，是否会导致市场
转型的程度不一致，从而使得影响个体收入的因素也存在差别?
二、研究设计与变量描述
(一)数据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 CGSS2008，对比 2010 年和 2011 年数据，这份数据的父辈因素指标和城乡
样本比例更适合本项目所探讨的问题，所以特用此份数据。这是 2008 年 11 月份到 12 月份由中国
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所发起的一项全国范围内的、大型的抽样调查项目。此研究访问的对象是根据
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全国 28 个省市抽取家庭户，然后在每个被选中的居民户中按一定规则随机选
取 1 人作为被访者，由访问员手持问卷对该被访者进行调查，①
＊
调查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6000 份。
本次研究筛选出一些异常样本②
＊＊
和所需变量为缺省值的样本，最终计入回归模型统计的样本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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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①具体抽样过程查阅“CGSS2008 抽样说明”。
②例如:2007 年年收入高于“400000 元”或低于“100 元”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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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50 份。本项研究使用 SPSS22． 0 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
(二)变量描述
1．因变量
本项研究的起点亦为个体的收入水平，即统计各项因素对个体收入水平的影响，来探讨资源的
配置方式是否发生变化。在问卷中，调查人员向被访者询问了“您个人去年全年职业收入是
多少?”。
表 1 2007 年个体年收入描述
单位:元
2007 年个体年收入 农村样本 城市样本 总样本
均值 8221 19655 14615
标准差 15954 19275 18759
最高值 400000 400000 400000
最低值 100 100 100
N 2090 2654 4750
农村样本和城市样本的划分依据为被访问者的户口类别。从表 1 中，我们可知，农村样本量为
2090 人;城市样本量为 2654 人;总样本量为 4750 人。比较其年收入的平均值农村个体的年收入
均值为 8221 元，比城市个体的年收入的均值 19655 元少 8000 多元。可以大概推论城市和农村的
群体收入存在巨大差距，这和以往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17 － 18］。本项研究选择的模型是因变量为收
入水平的多元回归分析，经统计发现个体的年收入状况呈现的不是正态分布，无法直接放入多元回
归模型中，故我们采用大部分研究通用的做法，取个体年收入的自然对数作为因变量。
2．主要预测变量
正如前面文献回顾中提到的，市场转型理论的争论焦点在于“政治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回报
率问题。在大多的实际调查指标的操作中，政治资本的指标为“党员身份”;人力资本指的是“教育
水平”。即，文献集中讨论党员身份和教育的经济回报，前者被看作是反映再分配制度的逻辑，而
后者被看作是反映市场的逻辑。在中国社会分层的研究中，两者是对立的。党员身份背后是对中
国共产党的政治忠诚，而教育水平则意味着个人的能力［19］。本项研究的原则是，只要可能均使用
一般化的分类，方便与以前文献进行对比。所以本文的主要预测变量即为“党员身份”(作为政治
资本的指标)和“教育水平”(作为人力资本指标)。在研究中把党员身份当作虚拟变量处理(党员
=1) ，而个体的教育水平因为是定序变量也直接当作连续变量处理，没受过教育赋值为“0”;私塾
和小学赋值为“1”;初中赋值为“2”;高中赋值为“3”;中专、技校和大学专科(成人高等教育)赋值
为“4”;大学专科(正规高等教育)和大学本科(成人高等教育)赋值为“5”;大学本科(正规高等教
育)以上赋值为“6”。
从表 2 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政治资本方面，城市人口中党员的比例高于农村人口中党员的比
例。从人力资本方面看，农村人口大部分的受教育水平集中在初中和初中以下(占 86． 1%) ，而城
市人口这部分比例相对较低(占 43． 6%) ;较高层次的人力资本在农村人口的比例远低于在城市人
口中的比例，高中及高中以上的农村人口比例为 13． 9%，而城市人口这部分比例高达 56． 6%。
3．其余自变量
在回归方程中，我们加入了一些个人的人口学特征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这些变量包括性别和年
龄。“性别”我们将其作为虚拟变量(女性 = 0)来检验经济回报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年龄和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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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这两个控制变量也可以当作工作经历或资历，作为测量人力资本的一部分［7］。
表 2 主要预测变量
单位:人(%)
农村 城市 总体
党员身份
非党员 2456(95． 0) 2859(84． 4) 5323(88． 7)
党员 130(5． 0) 546(16． 0) 677(11． 3)
个体教育水平
小学以下 370(14． 3) 117(3． 4) 487(8． 1)
小学 1015(39． 3) 447(13． 2) 1462(24． 4)
初中 839(32． 5) 916(27． 0) 1745(29． 4)
高中 225(8． 7) 753(22． 2) 978(16． 3)
中专 /大专(成教) 87(3． 4) 509(15． 0) 596(10． 0)
大专(正规)/本科(成教) 35(1． 4) 362(10． 7) 397(6． 6)
本科(正规)以上 10(0． 4) 294(8． 7) 304(5． 1)
注:括号内为百分比
收入不平等研究中一个很重要的领域是关于代际之间流动的研究。例如，吴晓刚先论证了教
育在获取职业和经济报酬方面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然后通过数据表明，尽管在 1990 年至 2000
年的十年中教育机会有了极大的扩展，但家庭背景仍然在决定入学和升学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里的家庭背景包括了个体的户籍状态和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从吴晓刚的研究中，我们知道父
辈社会经济地位和个体户籍状态会通过影响个体的受教育水平来影响到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的获
得［20］。张翼更是直接说明了个体经济地位获得和父辈、家庭因素之间的关联［21］。在本项研究中，
我们也考虑到了父辈的影响，并用两个自变量来测量父辈对个体收入可能产生的影响，即，“父辈
的受教育程度”和“个体 14 岁时父亲的职业”。父辈的受教育水平和个体的受教育水平一样被转
化为连续性变量，赋值方法也一样。CGSS2008 数据是基于国际标准职业分类代码 ISCO88 对“个
体 14 岁的时候父亲的职业”进行分类。笔者根据甘泽布姆［22］等人的研究将被访者父亲 ISCO88 分
值转化为国际标准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①
＊
。ISEI是连续变量，分值越大，表明个体的社会经济
地位越高。
三、回归模型和结果
经过前面的分析和讨论，我们确定了本次多元回归模型的自变量依次为:性别、年龄、年龄平
方、个体教育程度、个体政治面貌、父亲的教育程度、个体 14 岁时父亲的职业;因变量为 Ln(个体的
年收入)。
总结起来，这个模型如下所示:
Ln(Y)= a^0 + a^1Sex + a^2Age + a^3Age
2 + a^4Educantion + a^5Party + a^6F·Education + a^7F． ISEIa^ + a
a表示未被多元回归方程解释的部分，^aK(k为 0 到 7)表示对不同自变量的回报进行测量的回
归系数。Sex为性别变量(女 = 0) ，年龄 Age和 Age2 为连续变量直接放入回归方程，个体和父亲教
育程度(Education ＆ F·Education)作为连续变量也直接放入回归方程，个体的政治资本(Party)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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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变量处理(非党员 = 0) ，父亲职业的 ISEI 值①
＊
是连续变量，直接放入多元回归方程。我们把样
本分类为农村样本和城市样本，做了两个多元回归模型 1 和多元回归模型 2。为了了解总体情况，
又以总体样本做了多元回归模型 3。
表 3 影响个体年收入因素的多元回归模型(括号内为标准回归系数)
自变量 模型 1:农村样本 模型 2:城市样本 模型 3:总样本
常数 8． 434＊＊＊＊ 8． 702＊＊＊＊ 8． 347＊＊＊＊
性别 ． 482(． 206)＊＊＊＊ ． 248(． 145)＊＊＊＊ ． 302(． 129)＊＊＊＊
年龄 － ． 015(－ ． 157) － ． 001(－ ． 018) － ． 015(－ ． 167)＊＊
年龄平方 － ． 000(－ ． 054) ． 000(． 040) ． 000(． 173)＊＊
教育程度 ． 323(． 288)＊＊＊＊ ． 225(． 403)＊＊＊＊ ． 379(． 495)＊＊＊＊
政治面貌 － ． 100(－ ． 020) ． 109(． 050)＊＊＊ ． 102(． 029)＊＊
父:教育程度 ． 077(． 060)＊＊ ． 030(． 049)＊＊ ． 076(． 083)＊＊＊＊
父:ISEI值 － ． 003(－ ． 018) ． 000(． 012) ． 004(． 041)＊＊＊＊
调整后的 Ｒ2 24． 6% 21． 2% 32． 6%
F 97． 175＊＊＊＊ 101． 212＊＊＊＊ 324． 565＊＊＊＊
N 2068 2606 4681
资料注:* P0． 1，＊＊P0． 05，＊＊＊P0． 01，＊＊＊＊P0． 001
第一，总体来说，本项研究所建的三个回归模型的拟合程度、解释力度均较高，尤其是模型 3 可
以解释 32． 6%的方差，模型 1 和模型 2 分别可以解释 24． 6%的方差和 21． 2%的方差。值得注意的
是模型 3 的总体样本的多元回归模型的解释力远远高于对城市样本和农村样本的解释力。
第二，性别对农村样本和城市样本的个人年收入均有显著影响，并且在农村中性别这个变量的
回归系数较大。数据表明，由性别引起的收入不平等现象依然是存在的，并且在农村中的情况更为
严重。在城市样本中，a1 = 0． 248，即男性比女性的收入高出 28%(e
0． 248 － 1) ;在农村样本中 a1 =
0. 482，意味着男性比女性的收入高出 62%(e0． 482 － 1)。男女之间收入的不平等现象比以往的研究
结果更为严重，吴晓刚和谢宇根据 1996 年的数据得出的结果是城市中男性比女性收入高 26%［1］。
女性解放和女性运动的兴起，并没有解决男女之间收入不平等的问题，并且该问题呈现更为严重的
发展趋势。
第三，年龄对农村样本和城市样本中的个人年收入几乎没有影响，回归系数和标准回归系数都
很小，且不呈现统计的显著性。但是如果把城市样本和农村样本放在一起考虑，年龄会对个人收入
产生一定的影响，这样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年龄的影响具有城乡差异。
第四，人力资本(教育水平)对个人的收入均有较高的回报率。在农村样本中，a4 = 0． 323，也就
是受教育程度每高出一分，那么平均年收入大约将增加 38%;在城市样本中，a4 = 0． 225，也就是受
教育程度每高出一分，那么平均年收入大约将增加 25%。通过城市样本和农村样本的对比可以发
现，在农村教育的回报率稍高于城市中教育的回报率。这个结论和吴晓刚的研究是相似的。吴晓
刚认为在农村由于户籍制度，所以只允许其中受过很高教育的人获得城市户口，没有改变户口性质
的子女还需继续务农或在城市从事收入较低的工作。那么受过高等教育和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村
子女将产生巨大的差异，也使得在农村中会出现更频繁的代际流动［23］。
人力资本的回报率高一定程度上回答了问题 1，数据说明人力资本对个体收入有重要作用。
陈斯诗，胡 荣:市场转型中个人收入影响因素的城乡差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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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回答了问题 2，说明人力资本对个人收入的影响确实存在城乡差异，在农村的影响力大于在
城市的影响力。
第五，政治资本(个体的政治面貌)对城市群体的年收入来说，仍然发现有着显著的回报;相
反，政治资本对农村群体的年收入来说，其作用几乎消失不见了。具体为，在城市具有党员身份的
个体比非党员的年收入高出 12% (e0． 109 － 1) ，经过统计检验后也呈现较高的统计显著性(P
(0. 05)。相反在农村的样本中，具有党员身份比非党员身份的对年收入的影响并不具有统计显著
性。需要提醒的是，政治资本从全国的样本来看，仍呈现一定的收入回报。所以如果笼统地不对中
国城市和农村进行地域区分，而仅考虑政治回报情况的话，将会出现严重的偏差。
第六，父辈因素变量(父亲的受教育水平和个体 14 岁时父亲的职业)对个体收入的影响情况。
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对农村群体和城市群体的个体年收入水平均产生显著的影响，但相对于个体本
身的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力，父亲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力度较小(a6 ＜ a4)。在农村样本中，父亲受教
育水平的回归系数 a6 为 0． 077，也就是父亲受教育程度每高出一分，则个体的年收入大约增加
7%;在城市样本中，父亲的受教育水平每高出一分，则个体年收入大约增加 3%。数据表明，在农
村父亲的受教育水平对个体收入的影响更大些。父亲的 ISEI 这个变量对个人的收入水平的影响
在模型 1 和模型 2 中都非常小，也不呈现统计的显著性。但是如果不区分城市群体和农村群体，这
个指标就呈现出了一定的影响力。
总的来说，相对于个人人力资本，父辈因素的影响力是比较低的，这回答了问题 1，个人人力资
本回报率远远高于父辈因素。现在流行的“读书无用论”等社会阶层固化现象仅存在于一定的范
围内，而不能被推广为是全社会的现实情况。也回答了问题 2，父辈因素对个人收入的影响也存在
一定的城乡差异。
四、讨论与结论
(一)人力资本和代际流动
人力资本是否有重要的回报是倪志伟市场转型理论的一个核心议题。首先，根据模型 1 和模
型 2 两个回归模型。我们发现自致性的人力资本在农村群体和城市群体均有显著的回报。在农村
样本中，受教育程度每高出一分，那么平均年收入大约将增加 38%;在城市样本中，受教育程度每
高出一分，那么平均年收入大约将增加 25%。
结合先赋性的父辈因素两个自变量对个体收入的影响:父辈的受教育程度对个体收入有一定
影响，而父辈的职业对个体收入的影响则很弱。可见，一方面，个体的自身人力资本对收入影响非
常大;另一方面，父辈因素对个体的影响力度有限。我们由此可以推论，在中国，个体社会经济的获
得，更多的是需要自致性的自身努力，而非先赋性的父辈庇护。中国是一个社会阶层流动相对开放
的国家，代际之间的关联并不是那么明显。这和以往的一些研究是相符的［24 － 26］。此种现实也在一
定程度上表明，“毛泽东时代旨在提升社会平等程度的‘去分层化’政策是成功的”［23］。
然而，一旦我们考察模型 3，并将其与模型 1 和模型 2 展开比较，就会发现前面所得出的结论
尚需进一步修正，即代际和区域的不平等都有些被低估了。在模型 3 中，将城市群体和农村群体放
在一起，那么父辈因素和个体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力都增强了，并且呈现出高度的显著性。产生此种
统计结果的原因在于:父辈因素和个体受教育程度的得分中，城市和农村存在明显的群体性差别，
这样如果放在一个回归模型中的话，那么这样的差别就会解释出更多的收入不平等方差。为了说
明这一问题，我们对城市和农村的这些变量进行了平均数对比。数据表明，在城市和农村，父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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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育程度体现出较大的群体性差异:在城市父亲的受教育平均水平为 1． 507 分(平均水平处在小
学到初中之间) ，而在农村这个值只有 0． 804 分(平均水平在小学以下)。而在个体的受教育水平
方面，城乡之间的差距也是非常明显的:在农村个体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为 1． 530 分(平均水平在小
学到初中之间) ，比城市的 2． 987(平均水平接近高中)的平均水平低 1． 457 分。
通过上面的讨论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首先，只看城市样本和农村样本的回归模
型，我们知道个体的收入水平更多地是受到自身人力资本的影响。这样我们就验证了倪志伟的市
场转型理论中关于人力资本的基本假设，也就是随着市场机制的建立，人力资本有着显著的回报。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和农村人力资本的回报体现出一定的差别，农村人力资本的回报稍高于
城市人力资本的回报。一般认为，城市的市场化水平高于农村，那么按照倪志伟的假设就应该是城
市人力资本的回报也会更高，这和我们的统计结果不尽相同。从这个方面来说，我们的研究是对市
场转型理论的进一步补充，即市场转型中人力资本的经济回报在不同的区域有着不同程度的表现。
其次，将城市和农村两个样本纳入同一个回归模型之后，我们知道父辈对个人收入的影响大大
增强，其主要原因在于父辈因素在城市和农村存在群体性的差别。在中国，父辈对子辈的影响，有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户籍身份”。出生在农村或是在城市，将对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产生
非常重要的影响。如果个体出生在农村，那么其获得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可能性将小于出生在城
市的同龄人。因此，在研究中国的社会阶层流动、代际流动的时候，依然需要关注“户籍身份”这一
先天条件对个体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影响。
(二)市场转型与政治资本
倪志伟的市场转型理论的另一个核心假设就是，市场经济的兴起，将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的再
分配模式产生冲击，此种冲击最为主要的一个结果就是党员干部的政治回报水平下降［6］［10］。在本
项研究中，政治身份对城市个体的收入水平仍然有一定的影响。这和以往关于城市研究的文献结
果是一致的。根据周雪光的实证研究，政治资本回报仍然有强大的持续性［7］。在农村中，政治资
本的作用很小。这和以往学者关于农村政治资本作用的探讨有一定的差别。例如，魏昂德提出了
基层政府权力扩大论，认为市场化是中央向地方放权让利的过程，导致了地方政府公司化，地方官
员在经济建设和市场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将使他们巩固和扩大基层权力，进一步获得实惠［5］［9］［14］。
总之，中国目前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和社会流动的实现更多的是需要自致性的个体努力，
而非先赋性的父辈庇护。但由于城市群体和农村群体在收入上存在较大的差距，并且对个体收入
的影响因素在城市和农村也不尽相同，所以在对中国的市场转型与阶层流动进行研究的时候，尚需
考虑到具体的中国国情和城乡差异的存在。十三五规划提出了“加快新型城镇化步伐，提高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水平，努力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健全常住人口市民化激励机制，推动更多人口融入城镇”等战略举措，这些
伟大举措的逐步实施，无疑将在今后大大降低城乡差异对个人收入的影响和制约，从而有利于进一
步消除阶层固化，早日实现全社会更大范围的良性阶层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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